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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也指出，对政府而言，行业组织属于高收益低风险的社会组织，因而是最受政府
支持的社会组织之一(王信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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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文献的批判性梳理，本文

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一个以“利益契合”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并以行
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比较案例予以验证。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契合程
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选择支持还是限制，这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和

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有关。新分析框架更强调国家在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中
的策略性选择和低制度化程度，较之源自于西方的理论概念(如公民社会理

论、法团主义理论和治理理论)能更深入地揭示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
实质，同时也是对本土理论(如分类控制理论)的拓展与修正。
关键词:利益契合 国家与社会 行业组织 政策参与

改革开放在培育市场经济的同时释放出新的社会空间，社会组织

在数量上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
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中探索和界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生成模式。据统计，2005 年行业组织已达 53000 多家，超过了专
业性、学术性和联合性社会组织而成为我国第一大类社会组织(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6)。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这些体制内的组织
相比，行业组织有着更高的民间性与自主性;与草根组织和异议团体相

比，行业组织具有更高的合法性;与基金会和环保组织等相比，行业组

织拥有覆盖全国的组织体系。由此可见，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上限，①即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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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空间的上限。此外，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是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参与类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性质(Bell，1995)。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关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尚比较

薄弱，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进行考察的研究更是少见。有鉴于此，本文
将在检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用以解释我国行业组织政策参

与类型的分析框架，并据此进一步对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进

行讨论。该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契合”，即政府的政策目标与
行业组织所代表的会员利益之间的契合程度。利益契合程度越高，国
家为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所开放的空间越大，行业组织的功能发挥越接

近于法团主义国家的私益政府模式，反之则接近于多元主义国家的政

策倡导(游说)模式。本文将通过对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行业组织政策
参与的两个案例的比较，验证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 一) 公民社会视角的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空间的开放使转型期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变化，使得用公民社会概念解释中

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成为可能(Madsen，1993; White，1993)。相
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涌现的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公共事

务推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但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信任缺

乏、能力不足和过多地受到政府限制等问题(Nevitt，1996; Yang，2003;
Teets，2009; Chen，2010)。此外，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多地依赖
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从而出现强国家弱社会的非平衡格局。
为了使公民社会概念对中国更有解释力，有学者在前面加上一个

形容词，如何包钢(He，1997) 的“准公民社会”和弗洛克(Frolic，1997)
的“国家支配的公民社会”。加形容词的“公民社会”指明了中国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路径决定了转型期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转型期国家的强势

地位使其能够有效控制社会，社会的自主性有其限度。
但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及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来考量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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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对自主性的定义标准过低;二是将自主性视为

惟一条件，没有将社会组织的政治或政策参与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构

成部分。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不仅是指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还包
括社会组织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方向(Taylor，1991)。
自治和独立于国家远非公民社会的惟一标准，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

是典型的公民社会因素(吴志成，2006)，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或政策参
与，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才有可能在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中得以实

现。然而，这一点在现有的公民社会视角的研究中却被忽视了。

( 二) 法团主义视角的研究

关于法团主义的概念一直存在争议，但其核心内容已经形成较为

一致的观点。如施密特(Schmitter，1982)认为法团主义的核心内容包
括两个层面:法团主义 I是一种利益代表结构，即将各种利益集团整合
进全国性的、专业化的、层级分明和垄断性的顶峰组织中;法团主义 II
是一种政策制定体系，即通过协商将各种利益集团纳入政策制定过程。
在法团主义国家，顶峰组织的形成是为了代表利益群体参与政策制定

与执行，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三方协商”机制。
全能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政府的支配地位吸引了大批学者运用法团

主义框架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法团主义
的框架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现实，因为它强调建立国家可以控制社会组

织影响力的机制(Whiting，1991; Goldstein，1995)。相关的实证研究也
支持这一观点，如裴敏欣(Pei，1998)对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的统计分
析，皮尔逊(Pearson，1994)对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案例研究，马秋莎
(2007)对体制内生成的新型经济社团的研究等。
更多的学者将我国的法团主义进一步明确为国家法团主义，代表

性观点来自于陈佩华和安戈(Chan，1993; Unger ＆ Chan，1994; Unger，
1996)，他们认为国家法团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
化联结。通过对专业性社团的研究，顾昕、王旭(2005)认为中国已经
完成了从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过渡。张钟汝等(2009)则进一
步将国家法团主义分为“庇护性”和“层级性”两种类型。
上述关于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法团主义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

的是控制而非参与，即讨论国家如何通过一种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对社

会的控制，但却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这些研究聚焦于

831

社会学研究 2011． 3



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功能定位和职能履行等，即主要是立足于施密特
的法团主义 I而非法团主义 II。实际上，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不
具有法团主义 I的全部特征①。因此，以法团主义 I的部分特征来定位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完整的，不能真正体现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模式。

( 三) 其他视角的研究

如上所述，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的支持者都只抓住了国家与社会

关系的一个面相，即国家控制或社会自主，但没有解释控制与自主之间

的关系。范明林(2010)运用法团主义与公民社会两种理论对社会组
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类型学研究，以证明这两种分析框架可以

互为补充。但这一研究没有从因果机制上解释在何种情境下社会组织
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何种类型。
作为阐释现代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变化及其互动方式的新分析

工具，治理理论被用于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杨敏
(2007)认为城市社区作为治理单元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
制度渠道，但国家在治理单元运作过程中处于控制地位。关于社会组
织参与地方治理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可以相互支撑相互

受益，社会在合作而非对抗中成长(朱健刚，2007;张兆曙，2010)。这
些案例表明，其他治理主体与政府之间是依附而非对等的协商关系。
康晓光和韩恒(2005)通过考察国家对不同类别社会组织的控制

程度差异，提出分类控制理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大量社会组织的
出现瓦解了传统的国家支配社会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国家支

配体制，即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
社自由和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社会组织完全独立于国

家之外并挑战国家权威。国家对社会组织实施什么样的控制策略和控
制强度，取决于被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分类控制理论解
释了国家制度对不同类别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但对于

同一类别社会组织发展之间的差异和同一类别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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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影响的差异则缺乏解释力。

( 四) 问题的提出

上述研究表明，公民社会、法团主义以及治理理论和分类控制理论
在解释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都面临困境。首先，虽然公民社
会与法团主义被视为竞争的理论范式，但实际上二者并非对立概念。
法团主义对应的是多元主义，是指一种利益代表制度，强调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公民社会对应的是国家与市场，是指公共领域和私

人领域之外的第三领域，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

权力的制衡(刘安，2009)。无论欧陆的法团主义国家还是英美的多元
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公民社会。这意味着，无
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否为法团主义模式，都有可能孕育出一个公

民社会。其次，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视角的重要不足之处是没有关注
社会组织的政治或政策参与问题，而政治或政策参与恰恰是验证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关键变量。再次，治理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在国家控
制下参与公共事务，但没有区分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与国家互动关系

的差异;分类控制理论关注到了不同类别社会组织发展与国家控制之

间的关系，这构成了对治理理论的深化与补充。转型期的中国经验表
明，同类社会组织面对不同的政策时有不同的反应，在政策有利时配合

政府执行政策，在不利时与政府博弈以期改变政策。因此，分类控制理
论还需要以同类社会组织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予以拓展。
如前文所述，行业组织是转型期我国发展水平最高的社会组织之

一，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代表着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上限。因此，以行
业组织的政策参与为研究对象，可以较为明确地判断转型期我国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从而有效地检验相关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关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方式及其分类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但主

导思想是根据政策参与程度进行分类。盖瑞蒂和皮卡德(Garrity ＆
Picard，1991)将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分为三种类型:(1)政策倡导，指
行业组织通过游说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2)正
式的政策决策过程参与，即以国家公开认可的方式就政策的制定与政

府商讨和谈判;(3)私益政府，即行业组织承担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准公
共职能。这三种类型处于一个连续统上，一端是政策倡导，另一端是私
益政府，二者之间是正式的政策决策过程参与。贝尔(Bell，1995)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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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倡导等同于多元主义模式下的游说行为，私益政府则是法团主

义模式下被赋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种正式角色。这表明，行业组织
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宏观上反映了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转型期我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呈现出一种吊诡现象:在某些情况

下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较为深入，正式地参与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类似

于法团主义国家的私益政府模式;在另一些情形下行业组织只能在政

策决策过程之外对政策的形成施加影响，类似于多元主义国家的政策

倡导。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利益契合”的分析
框架，以解释我国同一类型行业组织在不同情境下政策参与的差异，且

在此基础上考察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并以行业组织政

策参与的比较案例研究予以初步验证。

二、利益契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认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政
策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政府都以稳
固政权作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会运用多种手段，但发
展经济、改善大众福利水平无疑是最持久有效的手段之一(康晓光，
1999)。外国经验尤其是转型期国家(如东欧)的实践表明，放松管制
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但放松管制有可能危及政权稳定性。因此，转
型期我国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既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在政府的

控制范围内。

( 一) 作为“理性人”的转型期中国政府
理性选择理论将政治过程等同于经济过程，政府及官僚都是“经

济人”。既然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那么政府行为和政
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受这些人的动机所支配，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如唐斯(Downs，1957:295)认为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市场中
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他们的政策目标是获得最多的选票，有如企业家追

求利润最大化一样。尼斯坎南(Niskane，1971:22)认为薪金、职务津
贴、公共声誉、权力、任免权和机构产出等都是官僚机构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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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升党和政府的合法性。30 多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都是政
府时松时紧地主动释放出一个社会空间，以推动全能主义政府向有限

政府转变。因此，社会并非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与国家平等博
弈的主体，而是在国家的掌控之内。对政府而言，既需要社会作为一种
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社会的对抗性以维护政权稳

定。因此，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必然会根据各类社会组织
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物品的种类对它们实施分类控制，中国政府的实际

能力使这种“主观愿望”成为可能(康晓光、韩恒，2005)。
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的强势地位使之能够有选择地培育社会组

织，而非赋予社会组织以同等发展的机会。根据政治风险和社会经济
效益之间的交叉关系，可以将社会组织简化为四类:高风险高收益，如

工会;高风险低收益，如异议团体;低风险高收益，如行业组织;低风险

低收益，如兴趣组织(王信贤，2006:25)。在这四类组织中，行业组织
的发展最符合政府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在政绩的 GDP导向下，行业组
织因为能够有效推进经济增长而成为政府重要培育对象。

( 二) 政府控制行业组织的制度安排

目前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使政府控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成为可

能。1989 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管理”制度。根
据这一制度，任何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前都需要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资格，在得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才能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注册。登记注册后，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和处罚，业务主管单
位负责日常业务指导。这一体制的重点在于:一方面通过双重的准入
门槛提高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难度，从而限制其活动和发展;另一

方面通过不同政府部门分别负责的双重体制分散社会组织活动可能带

来的风险。实际上，双重管理体制被简化为一种政治把关和责任共担
的分权机制，无论是业务主管单位还是登记管理机制，其首要目标都是

降低政治风险和规避责任(王名、刘求实，2010)。通过“双重管理”制
度，行业组织被置于政府部门的直接控制之下。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是许可主义与放任主义并行，许可主义只是为

社会组织的成立设立若干行政性限制，对于社会组织成立后的监督管

理基本上采取放任主义态度(刘培峰，2004)。从行业组织的实际运作
来看，这种放任主义表现为管理部门对行业组织的日常事务不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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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但如果行业组织的活动超过了政府的
容忍限度，如政治上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经济上对抗重大产业政策

等，业务主管部门就可以通过叫停其活动、撤换领导人或以年检不合格
等方式予以整顿。

( 三) 控制还是支持:以利益契合为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政府既控制社会组织

以维持稳定，又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使
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处于支配地位，社会组织在国家的控制下参与公

共事务。在能够实现共赢的领域，政府允许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
事务;如果社会组织挑战政府权威，其活动将受到严格的限制。陶传进
(2008)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双轴”关系，即既控制又支持。在
政府与行业组织的关系上，这种控制与支持关系非常明显。转型期体
制内生成的行业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特点(孙炳耀等，1993;于晓
虹、李姿姿，2001)，体制外生成的行业组织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郁建
兴等，2008)，这是政府对行业组织控制的表现。但在控制的同时又支
持行业组织参与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通过向行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

买行业组织服务等方式推进行业组织成长。
在国家控制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支持是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能否

成功的前提，而利益契合与否则是政府支持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关键。
因为政府的支配地位使之可以有效控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以使行

业组织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如
果某项政策符合政府与行业组织会员企业的共同利益，行业组织就会

得到政府支持而深度介入政策过程，类似于法团主义国家的私益政府

模式。反之，如果某项政策中政府与行业利益发生冲突，行业组织的政
策参与因受到政府抑制而类似于多元主义国家的政策倡导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项研究为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提出一个新分析

框架:政府控制下的利益契合。该分析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
会关系既非完全的政府控制，又非控制与支持并行，而是在政府控制下

的支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选择控制还是支持，取决于二者利益契
合的程度。与其他分析框架相比，新分析框架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即
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诉求因情境不同既有一致又有分歧，利益契合

是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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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的分析框架

三、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案例比较

在发端于 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应对危机的需要以及国
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从宏观层面上影响到了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一方
面，应对危机的需要使政府与行业组织找到了利益契合点，改善了行业

组织的政策参与环境;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调整使政府与行业组织之

间既可能利益契合又可能利益冲突，其中利益冲突将导致行业组织政

策参与环境的恶化。接下来，本文将选择金融危机期间行业组织政策
参与的两个案例，对前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初步验证。

( 一) 研究背景与案例选择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以刺激经济增长。
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
长的十项措施”，拟到 2010 年投资 4 万亿。为落实保增长、扩内需、调
结构的产业政策，各级政府纷纷要求行业组织在应对金融危机和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作用。2009 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均由行
业组织制定，在执行过程中由行业组织参与协调、监督和管理。这意味
着政府与行业组织找到了利益契合点，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环境得到

了改善。
“家电下乡”是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制定的家电业振兴计划的
一部分，该计划纳入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制定的涉及 45 个行业的轻工
业振兴计划。财政部制定的《家电下乡部际联合会议制度》要求联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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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和电子影像行业协会

等行业组织列席会议。在金融危机期间，家电业出口受阻，“家电下
乡”是政府与行业组织为解决行业危机所找到的一个契合点。因此，
本文选择行业组织参与“家电下乡”为第一个案例。
在金融危机的“倒逼”下，中央政府将促进经济平衡增长和调整产

业结构结合起来，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大企业先天具有作为重组主体的优
势，因而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大企业倾斜，客观上也是向国有大企业倾

斜，从而在某些领域出现国有部门扩张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行业中
代表国有大企业利益的政府与代表民营中小企业的行业组织存在着利

益冲突，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环境受到抑制。
在中央政府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山西地方政府大力推

动煤碳行业重组，以期解决一直困扰地方政府的矿难频发、资源浪费、
环境恶化和产业路径“锁定”等问题。由于产业重组的门槛较高，以国
有大企业为重组主体所造成的“挤出”效应使投资中小型煤矿的民间
资本被迫退出。作为这些主要来自于浙江的中小煤矿投资者的利益代
表，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与山西政府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因此，本文
选择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参与山西煤改为第二个案例。
上述两个案例的选择采用了自变量取值最大化和最小化的案例选

择方法①。在家电下乡案例中，政府与相关行业组织的利益高度契合;
而在山西煤改案例中，政府与相关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极低。因
此，这两个案例在自变量的取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本文提出
的分析框架的理论预期，相关行业组织在家电下乡和山西煤改案例中

的政策参与方式和程度将形成巨大的反差。若案例实证资料与该理论
预期不相符合，则是对本文分析框架的一个强有力的否定;若与理论预

期相一致，则较有力地说明了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案例描述与分析主要基于来自四种途径的素材。一是政府部门的

相关政策法规，如财政部、商务部制定的《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山
西省政府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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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关行业组织网站中有关政策参与的文件和工作报道，如中国家用

电器行业协会网、家电下乡网和浙江资本投资网上关于协会动态的报
道;三是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对“家电下乡”和“山西煤改”的报道;四是
对相关行业协会及其会员企业的访谈，如对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相

关负责人及若干会员企业的访谈。

( 二) 家电类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类型与过程

首先，相关行业组织通过政策倡导或决策过程参与改变了家电下

乡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家电下乡的品种类别。
在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和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等推动下，家电下乡产

品由 3 种增加到 9 种。其中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可谓一波三折。热水器
在 2008 年列入家电下乡补贴目录，但次年 2 月的招标补贴产品中只有
储水式和燃气热水器。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和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
盟通过媒体呼吁太阳能热水器下乡符合节能减排政策，并在武汉和北

京连续召开研讨会，最终与商务部和财政部达成共识，“太阳能下乡”
于 4 月得以启动(中国太阳能产业联盟，2009)。二是改变了下乡家电
产品的最高限价。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通过调查发现，价格是大多
数省份农村消费者选择产品的首要因素，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消费者

需要更高配置的家电。因此，为了满足农村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差异
化需求，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建议提高甚至取消家电的最高限价

(陈静，2009)。有关部委采纳了这些建议，对家电的最高限价进行了
多次调整。如彩电的最高限价由最初的 1500 元到 3500 元再到 7000
元，补贴对象由传统的 CRT彩电扩充到液晶和等离子彩电。
其次，通过行业自律，使家电下乡政策落实到位。家电下乡之初，

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要求中标家电企业坚守诚信经营原则，严格遵

守在中标协议中所做的关于质量和售后服务的承诺。为解决家电下乡
中农村流通和售后服务的不畅，中国家电维修协会于 2009 年 9 月举行
了以“家电下乡服务先行”为主题的活动。这项活动要求中标企业把
适合农村使用环境、适合农民消费特点的家电产品送到农民手中，为农
民提供咨询、安装、维护和维修等服务。针对中标企业反映在县级以下
建设网店比较困难的情况，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在全国建设了 6000
家家电下乡指定维修服务部(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2009)。行业组
织参与构建行业公共销售网络，解决了家电下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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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和售后服务不畅问题，降低了下乡家电的成本。
由此可见，在家电下乡活动中，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既有政策倡导

和政策决策过程参与，又以行业自律承担了某些准公共职能。在这个
意义上，家电类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接近于或类似于私益政府模式。
同时，行业组织参与家电下乡对我国家电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

作用，扭转了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家电业的产值和销售额的持续下降和

负增长，通过开辟国内市场降低了家电业过高的外贸依存度。

( 三)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政策参与类型与过程

面对山西煤改中浙江煤矿投资者的困境，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积

极参与山西煤改以维护浙商利益。自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 月，由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组织了“破解山西煤矿整合困局”的系列活动。
第一项活动是发出公民建议书。2009 年 11 月 8 日，浙商资本投

资促进会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联合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和山西省人大发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山西煤改政策背离了国务院文件

精神:首先，将国家行政引导鼓励政策改为地方行政命令强制，通过强

制收购将所有中小型煤矿合并到山西地方国有、地方民营的大型煤矿
集团，不顾煤矿布局的区域性差异以及投资来源的广泛性;第二，对煤

矿生产规模的要求大大超过国务院批准的规模，这违背了行政行为级

别秩序性、行政行为效力稳定性和行政行为内容确定性的要求;第三，
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物权法》、《合同法》、《煤炭法》等法
律规定，侵犯了被兼并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何长明，2009)。
第二项活动是召开研讨会。2009 年 11 月 18 日，浙商资本投资促

进会组织召开“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就如何
破解山西煤矿整合困局展开研讨。按照主办方的设想，由专家组、律师
团和山西有关部门代表三方共同探讨山西煤改中的一些做法，通过平

等的沟通促成收购方和被收购方相互尊重和理解，以减轻伤害。虽然
山西方面代表缺席，但研讨会还是受到高度关注。与会人员对山西煤
改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山西的政策环境恶化，不利于山西今后

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2009)。
第三项活动是发表公开信。2010 年 1 月 8 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

会发表《致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会员及全球浙商的公开信暨浙商年度
投资预警》。该信认为，山西政府指定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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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方式，剥夺了企业的合法权益，这项明显违背国家现行法律并与

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相冲突的煤改政策给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根据区
域性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程度，山西和迪拜被列为“2010 年浙商投资
预警区域”的提名侯选者(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2010)。至此，浙商资
本投资促进会参与山西煤改事件告一段落。
在山西煤改中，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破解山西煤矿整合困局”

系列活动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但是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对

山西煤改的“参与”既没有进入到政策决策过程，与政府展开商讨或谈
判，也没有在政策执行中发挥作用，而主要是借助于媒体从外部对政府

施加压力，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政策倡导活动，对山西煤改政策也没有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 四) 分析和讨论

转型期我国行业组织的基本定位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 号)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应通过“开展
行业调查研究，积极向政府反映行业、会员诉求，提出行业发展和立法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
研究、制定，参与制订修订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完
善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发展”。由此可见，行业组织通常的政策参与方
式和渠道都是相同或类似的，即根据行业及企业的利益诉求就相关政

策和立法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但为什么本文两个案例中相关行业组织在政策参与的程度和类型

上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主要原因是国家在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上并没有

形成制度化、可操作的细则，也没有关于行业组织的专门立法。这给政
府部门提供了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和策略性行动空间。政府根据“利益
契合”程度，选择性地支持或抑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在金融危机
时期，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现政府利益的政策目

标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行业组织与政府利益一致还是冲突，
取决于行业组织所代表的会员利益在这一政策目标下是受益还是受

损。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扩大内需的产业政策与相关行业组织的
利益高度契合。因而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家电类行业组织深入地
参与了家电下乡的政策过程，其政策参与的程度和性质类似于法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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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式。但在山西煤改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导向是以国有大企业
为主的行业整合，政府与代表中小投资者的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

极低，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只能在政策过程之外进行政策倡导，其政策

参与的程度和性质类似于多元主义模式。
在不同的政策领域，由于“利益契合”程度不同，本文所涉及的行

业组织在政策参与程度上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如在《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颁布前，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和其他三家
行业组织在征求主要家电生产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就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基金等问题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了联合建议。但在该项政策
上，政府与相关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远低于家电下乡政策，因而中

国家用电器行业协会的政策参与功能主要表现为政策倡导。又如浙江
省近年大力推进浙江资本“走出去，引进来”战略，以实现“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行业组织被赋予了构建省内外浙商互动平台和组织浙商
全球投资的功能，与政府利益契合程度较高。因此，浙商资本投资促进
会组织浙商融资投资，客观上充当了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四、结 论

本文通过对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案例比较研究初步验证了“利益
契合”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和解释力。借助该框架可以对转型期国家与
社会关系作初步界定:国家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依然处于主导

地位，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决定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或

限制，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的策略性选择成为可能。换言之，国家
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强的关系。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首先明确提出了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类型是

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现有文献尚缺乏对行业组
织政策参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可以视为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探

索性努力。在各类社会组织中，行业组织对达成政府主导目标的作用
最大、风险最小，其政策参与的程度与性质可以视为社会组织政策参与
的上限，因而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研究对其他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本文提出的“利益契合”分析框架比现有分析框架更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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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实质，并对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和
治理理论等从西方引进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公民社会理论侧重社
会组织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法团主义理论侧重政府的主导地位

及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治理理论侧重描述和解释公共政策制定和实

施过程中政府、公众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多方互动关系。但这些理论成
立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较高制度化程度和实质性的互

动。而本研究则表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或支持并非一种制度化
关系，而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因此，目前所观察到的法团主义、公民社
会或地方治理模式等可能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不是实质性的。
再次，本文对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若干本土理论进行了拓展与

修正。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对康晓光等(2005)提出的“分类控制”
理论的一个拓展。该理论认为国家基于风险和收益决定对社会组织的
控制程度，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有着显著

的差异。本文提出的“利益契合”分析框架在理论逻辑上与“分类控
制”是一致的，但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受政府支持程度最大的行业组织
中，其政策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也取决于与政府利益的契合程度。同时，
本文也是对陶传进(2008)提出的“控制”和“支持”双轴理论的修正。
该理论认为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支持”是两个相互独立并行
的轴，而本文认为“控制”或“支持”是国家基于利益契合程度的策略性
选择，而非相互独立的并行双轴，因为后者隶属于前者。
当然，本项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

用两个对照性案例对其进行了初步性验。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检验，进一步的检验需要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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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heory of gift-exchange，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has always been a
dominant word，which has deep influence on Fei Hsiao-t'ung's “the Feedback
Mode”．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Zhejiang Province，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ircu-
lating mode of household property，and reflects the efficiency and limi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In the context of household and village，the norm of reciproci-
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in the forms of work，transaction，give-and-take，and
gambling，etc． Meanwhile，there are some“inalienable”properties，that is to say，
they are like the heirlooms，such as land，house，and tomb，which can only be in-
herited and kept by generations． Therefore，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Fei’s
concept of“root (gen)”should be considered juxtaposing complementarily with“the
Feedback Mode”．

Interests Align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re-
lations in transitional China

Jiang Hua，Zhang Jianmin ＆ Zhou Ying 136
……………………………………………

…………………

Abstract: Through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researches on the 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
in transitional China，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interest alignment”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and tests it with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f policy participation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ests alignment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determines wheth-
er the state supports or restricts societal organizations，and attributes this to the domi-
nance of the state and its relatively high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e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puts more emphasis on strategic choices by the state
and low degre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w the state handles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ety． It reveals the natur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better
than theories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and it also expands and modifies native theo-
ries such as graduated contro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ase of J neigh-
borhood election in Shanghai in 2003 Geng Jing ＆ Yao Hua 153…

Abstract: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social power and its autonomy has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r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re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akes place not only
in political organization，but also extends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sphere．
This paper，based on the case of a neighborhood election in Shanghai in 2003，ex-
plores the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in practice，its acting strategy to reconstruct
power relations，and it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social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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